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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當中有不少難民。對普羅大

眾來說，印象最深的在港難民可能是近年來自南亞的尋求庇護

者；又或者是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逃避戰亂而抵港的越南

人。至於來自中國內地的「難民」及其形成的問題則較少人有

所了解、認識。1842年香港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華人和非

華人不斷湧入，同時為香港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香港甚

至被形容為「不同類型難民組成的社會」。1 以華人為主但又不

受中國政府管治的特殊環境，令太平天國和抗日戰爭等時期，

內地民眾因躲避內憂外患而逃往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國共

內戰以來，再次有大量「難民」南下抵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

義對抗的冷戰氛圍下，情況比以往更複雜：許多逃亡者沒有如

以往般重返內地，留在香港的算不算真正的難民？香港政府、

1 梁家麟：〈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載於劉義章、黃文江編：《香港社會

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年），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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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社會、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等政府如何看

待他們？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就此有什麼分歧、矛盾和爭辯？國

際社會，尤其是聯合國難民署又應否為他們提供援助？充斥著

複雜元素的「中國難民問題」由此衍生，困擾著二戰後正在重

建的香港，加重了香港各方面的負擔；而這又能否迫使港府加

快社會的建設和改革？許多研究強調戰後的香港是難民社會，

到 1960年代和 1970年代，本土文化開始成形，「難民」和其

他居民逐漸視香港為家。這種轉變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其中

港府的「難民政策」又發揮了什麼作用？以上種種疑問驅使筆

者對香港的「中國難民問題」進行研究，希望能為戰後香港社

會的轉變補充更多的解釋，也藉此歸納出港府進行管治時面對

的內部和國際因素。

香港的「中國難民問題」早在 1960年代已引起學者關注，

但嚴謹的學術研究卻不多。Oliver Eugene Dial以社會學角度指

出，戰後大量內地「難民」在香港居留所衍生的衛生、住屋、

火災等問題令港府的社會福利開支顯著上升。2 亦即是，「難民

問題」迫使港府改善社會服務和管治策略。可惜的是，其研究

只涵蓋至 1960 年代初，也未能運用港府和倫敦的通信等重要

2 Oliver Eugene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Ph.D. 

diss.,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and University Center, 1965).

檔案，令人只知道政策及轉變，卻難以看清其決策過程。其

後，學者開始探討某些「難民」聚居的場所，調景嶺作為香港

最著名的「中國難民」聚居地而受到廣泛關注。魯言、胡春惠、

劉義章、藍安偉、計超、林芝諺等學者從不同角度詳細考察了

這一特殊區域的發展，3也對筆者擴展探索整個香港的「難民問

題」有所啟示。

部分研究則著眼於「難民」自身，包括其個人感受和對香

港的影響。David Leroy Covin 曾訪問了 60 名「中國難民」，

發現大部分「難民」對政治冷感。他們逃來香港並非對共產主

義政權感到強烈不滿，而主要是因為生活困難或是跟隨家人一

同來港。4 胡春惠也透過訪談記錄了「右派難民」來港的心路歷

3 部分研究包括魯言：〈調景嶺的變遷〉，載於魯言編：《香港掌故》（第 12集）（香

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頁 129-152；胡春惠：〈香港調景嶺營的出

現與其在歷史上意義〉，載於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年），頁 533-547；

劉義章、計超：《孤島扁舟：見證大時代的調景嶺》（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15年）；Kenneth On-wai Lan, “Rennie’s Mill: �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林芝

諺：《自由的代價：中華民國與香港調景嶺難民營，1950-1961》（台北：國史館，

2011年）。

4 David Leroy Covin, “Political Culture as an Analytical Instrument: An Examination of 

Refugees in Hong Kong,” (Ph.D. dis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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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5 至於陳秉安則以報告文學的形式重構內地民眾逃往香港的

不同故事，帶出逃港問題與中國內地施政的關係。6 「難民」群

體的身份角色和政治立場的多樣性從這些研究得以呈現，但留

港「難民」終究還得面對適應新環境的困難。朱益宜、冼玉儀、

劉潤和、王惠玲、梁家麟和邢福增等學者論述「難民」從民間

團體尤其是宗教組織和慈善機構獲取的救濟，7啟發讀者思考政

府和民間社會的關係。鍾奉慈在另一難民聚居地石硤尾徙置區

實地考察「中國難民」的生活情況，發現由於該區「難民」之

間較為接近的語言和文化背景，通過個人努力以及學校、宗教

場所、志願機構等政府部門和民間團體的協助，「難民」令人

滿意地融合至本地社會，例如習慣傳統中醫的他們也開始逐漸

5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

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7年）。

6 陳秉安：《大逃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7 部分研究包括：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Cindy Yik-yi Chu, �e 

Chinese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王惠玲：〈救濟、保護與募捐：東華的救濟服務〉，載

於劉潤和、冼玉儀主編：《益善行道：東華三院 135周年紀念專題文集》（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頁 188-223；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

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0

年）；邢福增：《願祢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

道神學院，2002年）。

接受西方醫療服務。8 大致上，學者同意「中國難民」最初具有

濃厚的「難民心態」，視香港為暫居地；但及後經歷了對本地

社會從抗拒疏離到認同融合的過程，以至為香港戰後各方面的

發展努力奮鬥。盧瑋鑾、黃紹倫、Graeme Lang 和 Lars Ragvald

等學者便探討了南下「難民」對香港文藝創作、工業建設和宗

教傳播等方面的貢獻。9 「中國難民」對香港態度的轉變當然有

眾多原因，而港府政策對這種轉變的影響，以及其決策過程則

甚少被深入研究。

學者也開始留意到香港的「中國難民問題」與國際政治的

關係。麥志坤的文章以世界歷史的角度研究 1949年至 1962年

香港因「中國難民」而激發的「人口問題」，從中呈現三個主

題，包括國際社會對非歐洲難民危機的回應、美國的冷戰宣傳

和移民政策，以及英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的關

係。10 至於趙綺娜、Glen Peterson、Peter Gatrell等學者則將某

8 Fung-chi Chung, “�e Struggle for Social Integration: Chinese Refugee Adjustment to the 

Urban Setting in Hong Kong,” (Ph.D. diss., Brown University, 1983).

9 部分研究包括：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

1987年）；Wong Siu-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Graeme Lang and Lars Ragvald, �e Rise of 

a Refugee God: Hong Kong’s Wong Tai Si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Chi-kwan Mark, “The ‘Problem of People’: British Colonials, Cold War Powers, and 

the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1949-62,”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1, No. 6 

(November 2007), pp. 1145-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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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的「中國難民危機」以及救濟組織的運作視為冷戰時期

國際形勢的重要個案加以探討。11 他們的研究都描繪了「難民問

題」的政治色彩：除了帶來嚴峻的人道危機，「難民救濟」也牽

涉錯綜複雜的政治考量和外交角力。

綜合而言，過去有關居港「中國難民」的研究多針對某一

時期、某一地區，或某一類型的「難民」；而「難民」的角色也

出現在有關香港歷史、文化、社會等部分的著作中，又或和其

他移民被合併為同一群體進行論述。這些研究成果為本書提供

了寶貴的參考材料，也凸顯了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如能對「中

國難民問題」的產生、發展和結束作更完整的論析，將有助於

更清晰和全面地展現港府的政策轉變。尤其是，大部分研究最

多只論述至 1960 年代中期；縱使「中國難民」在當時確實被

融合至本地社會，但不代表問題已經完結。1960 年代後期至

1970 年代，也繼續有不少內地民眾非法抵港，他們也是「難

11 部分研究包括：趙綺娜：〈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歐美研究》（第 27卷第 2期，1997年 6月），頁

65-108；Glen Peterson, “To be or not to be a Refugee: �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Hong Kong Refugee Crisis, 1949-1955,”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Imperial History, 

Vol. 36, No. 2 (2008), pp. 171-195; Glen Peterso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s.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1-159; Peter Gatrell, Free World?: �e Campaign to Save the World’s 

Refugees, 1956-1963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民」嗎？港府對待新來者和早期「難民」的政策又有何分別？

至於「移民」、「難民」、「偷渡者」、「非法入境者」等概念有

時雖然不易區分，但不應隨便混為一談，這些概念的取捨運用

也反映了港府於不同時期的政策。因此，本書以 1945 年戰後

至 1980年港府實行「即捕即解」這段時間為研究範圍。該段時

間港府從任由「中國難民」自由進出到嚴格遣返非法入境的內

地民眾，代表港府的「難民政策」有一個從消極救濟到積極融

合的過程，「難民」也從政治和經濟上的負擔變成以香港為家的

居民，推動本土文化的形成以及大都會的建設。本書也重視港

府「難民政策」變與不變的原因，這牽涉到香港的本地和國際

形勢，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當局、倫敦、民間團體，以及冷戰

期間的外交鬥爭之間的互相影響，從而展示出戰後香港歷史的

複雜性。

研究框架

本書第一章介紹「中國難民問題」的背景資料和基本概況，

包括有關難民定義的不同看法和原因，及聯合國《關於難民地

位的公約》內難民定義的重要性及其側重點。該章也簡述戰後

「中國難民」逃港的幾個階段和特點，包括「難民」的數量，

以及本地和國際政治因素如何導致「難民問題」複雜難解。至

於戰後初期的香港管治模式則有助於理解港府早期的「難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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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第二章詳述港府和倫敦因為「難民」逃港的歷史經驗、

香港社會狀況、冷戰期間的外交形勢、英國整體利益尤其是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等因素，而在 1956 年前對「中國難民

問題」的立場通常一致，同意儘量令「難民」返回內地、遷移

台灣或「第三國」，而非長期救濟以至整合到本地社會，減低

他們留在香港的機會。於是，慈善組織、宗教團體、右派機構

等代替港府負起救濟重責，包括為「難民」提供應急物品和管

理難民營，又或促請港府合作改善「難民」的居住環境。至於

1955年聯合國發表的調查報告雖未至於為「中國難民」帶來實

質援助，但畢竟增加了國際社會對該問題的認識和關注。第三

章重點探究 1950年代中期港府「難民政策」的轉變及其一系列

原因。這導致港府和倫敦在「難民問題」的取態上出現分歧：

港府尋求更多援助以令「難民」更快融入本地社會；倫敦則繼

續消極提供支援，但又積極阻礙國際干預。第三章也論述聯合

國不同會議上有關「中國難民問題」的討論和爭辯，以至決議

案的最終通過。而隨著 1959年「世界難民年」的舉行，「中國

難民」終於獲得國際社會的實質捐助，倫敦、港府和民間團體

等也在運動期間分工合作。第四章論析港府如何透過中英以及

粵港的各級聯繫和合作來處理 1962年的內地民眾「大逃亡」以

及「文革」後的大規模偷渡潮。港府先後實行大規模遣返、「抵

壘政策」以及「即捕即解」，也從「歡迎」年輕偷渡者以至拒

絕所有偷渡者。期間，港府藉著房屋建設、出入境調控、官民

聯繫以及大型活動的舉行等措施進一步令早期的「中國難民」

轉化成本地居民，再加上冷戰形勢的變化，「中國難民問題」也

逐漸消失。第五章簡單總結「中國難民問題」的歷程和港府政

策的轉變，以及這對香港社會服務的增加和本土文化的形成有

何作用，並歸納殖民管治如何受到中國、英國、民間社會和冷

戰形勢這四大因素的影響。

研究材料

本書以香港政府和英國政府的檔案和出版物為主要研究

材料，這包括港督、港府官員、港府不同部門和英國的殖民地

部、外交部、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等就「中國難民問題」的通信，

以及港府，尤其是處理社會福利和出入境事宜部門的文件、香

港政府年報、立法局會議記錄等等，藉此了解港府「難民政策」

的產生和轉變，及其背後的複雜考量。另外，聯合國難民署有

關香港「中國難民」的報告和文件，亦是本書的重要參考材料，

例如 1955年漢布茹（Edvard Hambro）撰寫的考察報告，有助

認識「中國難民」在香港的狀況，以及不同國家、地區的合作

和分歧。廣東省寶安縣 1960年代至 1970年代的政府檔案則是

理解 1962 年及以後數次內地民眾大規模偷渡的重要資料。另

外，民間團體的刊物、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工商日報》、

《華僑日報》、《人民日報》、《大公報》等立場相異的資料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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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香港社會對「難民問題」的不同看法，亦能拼湊出較清晰完

整的歷史面貌。筆者也曾訪問 1960 年代逃往香港的深圳村民

以比對和考證原始文獻。至於有關「中國難民問題」和香港歷

史的論著、紀錄片和互聯網資料對本書的撰寫也起到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

說明

本書主要探討對象為自 1945年至 1980年由中國內地因各

種原因逃往香港的人群。由於這批人是否符合難民的標準，存

在著一定的爭議，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個政府對這一人群

沒有一個明確的稱謂。為敘述方便，本書會統稱其為「難民」，

或「中國難民」，但為了將該類人群與一般意義上的難民區分

開，本書會在指稱該類人群時加上引號，以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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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難民的定義

要界定一個人是不是難民頗不容易，因為對於難民的定義

有許多不同看法。通常認為，難民是指「一個為了逃避戰爭、

迫害、或是自然災害而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的人」，他們多數

會「為了逃避危險和迫害而逃往另一個國家或政權」。1 根據

《大英百科全書》的描述，難民是指「一無所有、無家可歸的

非自願移民，他們被迫離開本國，而且得不到原籍國政府的保

護」。《大英百科全書》中提到的一個例子，是 1949年後大量

「難民」逃往台灣和香港。2 而按照法學家的意見，難民是「因

為戰爭，或一國內部暫時的秩序紊亂，為了逃避死亡迫害或虐

待，不得已而捨棄其本國在外國尋求庇護的人」。3 由於失去國

家或原居地政府的保護，難民時常流離失所，境況悽慘。綜合

上述說法，難民是由於人為迫害而被迫離開原籍國或原居地的

1 Angus Stevenson, ed., “Refugee,” https://www-oxfordreference-com.ezproxy.lb.polyu.

edu.hk/view/10.1093/acref/9780199571123.001.0001/m_en_gb0696940?rskey= 

7rQ3PK&result=3 (Oxford Reference Online), 9 November 2019; “De�nition of Refugee,” 

http://www.m-w.com/dictionary/refugee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5 March 

2007.

2 “Refugee,” http://www.britannica.com/topic/refuge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 3 

November 2019.

3 胡鴻烈：〈香港難民與聯合國〉，載於胡鴻烈、鍾期榮：《人權與國籍》（香港：圓

桌文化，2010年），頁 106。 

人。這些迫害主要包括戰亂、宗教和種族排斥、政治打壓、經

濟崩潰等等，這應該也是涵蓋較廣的難民定義。至於純因自然

災害而逃亡的則應被視作「災民」。

實際上，不同組織、國家、地區、時代對何謂難民有不同

界定，反映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社會考慮。早於 1920

年代初，國際社會即開始舉行活動和會議以表達對難民問題

的關注。因缺少有關難民問題的國際性法律文件，各國建議

設立國際機構和鼓勵國際合作，並且在法律層面上界定、保

護和援助難民。1933 年公佈的《關於難民國際地位的公約》

（�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Refugees of 28 

October 1933）提出廣泛的難民救濟原則，並且令難民獲得了法

律上之正式保障，這包括締約國非因國防安全及公共秩序之理

由，不得將經常居留其境的難民驅逐，而難民也享有和締約國

國民相同的司法求助待遇等。更有意義的是，該公約成為日後

聯合國擬定難民定義的重要參考。4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嚴重的難民危機，聯合國在 1946年

成立「國際難民組織」（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

其後為更有效應對世界難民問題，尤其是「幫助受大戰影響的

歐洲流離失所人士」，聯合國大會通過《1950年 12月 14日第

4 Louise W. Holborn, Refugees: A Problem of Our Time: �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1951-1972 (New Jersey: Scarecrow Press, 1975), pp. 158-

160；胡鴻烈：〈香港難民與聯合國〉，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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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V)號決議案》，決定組建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以下簡稱難民署），並於 1951年 1月 1日正式成立。難民署最

初計劃只運作三年，但直到現在該署仍一直為處理難民問題而

努力。5 難民署剛成立時，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草擬適當的難民

定義，為難民救濟提供指引，並且爭取世界關注。到 1951年 7

月 28日，聯合國特別會議通過了《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e 

1951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以下簡稱《公

約》），當中訂明難民是指一個人「現居住在原籍國或慣常居

住國以外的地方；因種族、宗教、國籍或政見，有確鑿理由害

怕遭到迫害；不能，或者因為懼怕迫害而不願接受原籍國的保

護，或返回慣常居住國」。6 

5 〈聯合國難民署的歷史〉，https://www.unhcr.org/hk/about-us/history（聯合國難民

署網站），2019年 11月 7日；蓋伊．古德溫─吉爾（Guy S. Goodwin-Gill）：〈《關

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議定書〉，http://legal.un.org/avl/pdf/ha/prsr/prsr_c.pdf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2015年 7月 16日，頁 1。

6 〈蓋伊．古德溫─吉爾：〈《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議定書〉，頁 2；漢

布茹（Edvard Hambro）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節譯：《香港中國難民問

題》（台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58 年），頁 5；〈關於難民地位的公

約〉，https://www.un.org/chinese/hr/issue/docs/82.PDF（聯合國網站），2019年

9月 21日。該定義的英文原文為：“Any (other) person who is outside the country 

of his nationality, or if he has no nationality, the country of his former habitual 

residence, because he has or had 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 by reason of his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or political opinion and is unable or, because of such fear, 

《公約》在 1954 年生效，令「普遍性的難民定義得以產

生」，甚至被譽為全球難民問題的一大突破，有助於難民的廣

泛權益受到重視和得到更適當援助，以至國際組織能按照該定

義對難民提供更直接和正式的救濟。7 不過，《公約》中的定義

是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政治難民潮而制定的，比較突

出「政治迫害」的逃亡原因，令符合難民資格和獲得援助者也

以歐洲逃離共產主義國家的難民為主。而且，《公約》只適用於

1951年 1月 1日前的難民。8 事實上該定義存在不少缺陷，如明

顯忽略戰亂和饑荒等逃難原因以及歐洲以外的逃難者。因此，

《公約》定義較著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冷戰初期政治和意識

形態鬥爭下產生的難民問題。從人道主義立場考量，難民署理

應擴大其救助範圍。《公約》也強調，如欲取得難民身份，必須

證明可能被迫害而不能或不願接受原籍國的保護或返回慣常居

 （接上頁）

 is unwilling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of his 

nationality, or, if he has no nationality,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 of his former habitual 

residence.” 見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Leyden: Sijtho�, 1955), p. 

4; “Convention and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https://www.unhcr.org/

protect/PROTECTION/3b66c2aa10.pdf (Website o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1 September 2019.

7 Holborn, Refugees: A Problem of Our Time, pp. 158-160.

8 蓋伊．古德溫─吉爾：〈《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議定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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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國。但問題在於，《公約》並沒清楚說明「迫害」這一概念，9

逃亡者有時也難以為自己「害怕遭到迫害」提供確鑿的理由。 

因應國際形勢的轉變和救濟的需要，《公約》的定義也隨

之作出修訂。1967年，聯合國頒佈《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

（�e 1967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廢除了原有

定義中難民需「現居住在原籍國或慣常居住國以外的地方」的

規定，以及取消了適用期限，10令更多難民可以獲得援助。部

分國家或地區也修訂了《公約》的定義，以適應當地的情況。

1969 年，非洲便根據本身的社會狀況，在《非統組織 / 非盟

關於非洲難民問題特定方面的公約》（OAU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Refugee Problems in Africa）中將難民的定義

擴展至「因原居地或原籍國的部分或全部領域發生外來侵略、

佔領、外國統治或嚴重擾亂公共秩序的事件，被迫離開慣常居

住地，在原居地或原籍國以外的地方尋求庇護的人」。11 顯而

易見，非洲的定義補充了戰亂這個引發難民潮的原因。一直以

9 蓋伊．古德溫─吉爾：〈《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議定書〉，頁 2。

10 “Covention and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11 蓋伊．古德溫─吉爾：〈《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議定書〉，頁 6；“OAU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Speci�c Aspects of Refugee Problems in Africa,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at its Sixth Ordinary Session, Addis-Ababa, 10 

September 1969,” https://www.unhcr.org/about-us/background/45dc1a682/oau-convention-

governing-specific-aspects-refugee-problems-africa-adopted.html?query=OAU (Website o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15 Septemper 2019。

來，戰爭造成的社會動亂和生靈塗炭不斷導致大小規模的人口

流徙。因此，較完整及合理的難民界定和救濟考慮應該涵括

「因戰亂而逃難的人」。

縱使存在限制和不足，《公約》的定義依然受到國際重視和

認可。除非某類人符合《公約》的定義，否則他們不被聯合國

認定具難民資格，也代表可能無法獲得難民署的援助。以本書

探討的「中國難民問題」為例，《公約》的定義和相關的討論是

當中的重要議題，對難民的界定時常涉及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

和政治鬥爭。各國對南下香港的內地民眾是否具備聯合國難民

署所承認的難民身份意見紛陳。出於冷戰時期反共產主義的需

要，美國和「中華民國」強調「中國難民」為逃避內地共產主

義政權而離鄉背井抵達香港，呼籲難民署和國際社會對他們施

以援手。台灣方面稱呼他們為「難胞」、「義胞」，是「冒著生

命危險投奔自由世界的義士」。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等共產

主義國家則認為他們並非難民，只是「外逃者」或普通移民，

否認香港存在所謂「中國難民問題」。其後聯合國曾派員到香

港調查，但各會員國仍就居港內地民眾的身份爭辯不休。

香港政府對難民沒有明確清晰的定義，但其對難民的彈性

界定和運用反映出港府「難民政策」的轉變。1950年代初期，

對於內地逃亡來港人士，港府常稱他們為「難民」，有時也會將

他們和部分香港人並稱為貧民、災民、木屋居民等。其後為了

獲取國際援助，港府強調香港存在大量的「中國難民」，認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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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符合聯合國難民署的救濟資格。而到 1950年代中後期，港府

改變「難民政策」，計劃把「難民」整合到本地社會，因而減少

使用「難民」這一字眼，又強調難以區分「難民」和其他居民，

開始統稱他們為「居民」、「市民」。從 1960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後期，「非法入境者」和「偷渡者」等詞語的使用頻率遠比

「難民」高，「中國難民問題」也很少在官方言辭和論述中出現。

1970年代中後期，香港的難民通常指稱逃往香港的部分越南民

眾。由此可見，港府根據管治和發展的需要去決定哪些人「是」

或「不是」難民，以至藉字眼的運用改變「難民」的身份認同。

1.2	 粵港出入境歷史及戰後「中國難民問題」的形成

香港一直是一座移民城市，外來者塑造了香港的特色和社

會風貌。如呂大樂所言，「移民」的存在對香港人來說不是個陌

生概念。12 其中，許多移民又是來自內地的「難民」。自從 1842

年英國正式殖民管治香港，由於兩地分屬不同政權管轄，香港

一直是內地民眾的「避難所」。當內地出現天災人禍時，民眾

常逃到香港暫避或定居。這與兩地出入境不設管制有關。基於社

12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7年），頁 23。

會和經濟交往的需要，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1843年的《虎

門條約》規定，所有華籍居民可自由進出香港以從事貿易或採

購。而 1898年中國被迫把後來稱作新界的地區租借予英國而簽

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當中也列明，「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

中國官民照常行走」，13意指內地和香港的華人仍可經陸路不受限

制地往返兩地。因此，太平天國運動發生後，大批內地民眾逃難

至香港，又或由香港轉往海外。其後辛亥革命和中日戰爭的爆

發，也都令香港出現難民入境潮。14 以出入境的角度看，香港並

非被英國管治的殖民地，它只是中國南部的一個城市。

冼玉儀指出，1949年以前，華人可隨意進出香港，兩地邊

界是「不存在」的邊界。15 除非中國內地發生瘟疫，否則香港殖

民政府不會限制華人出入境。直到 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大

13 G. B. Endacott and A. Hinton, Fragrant Harbour: A Short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3, 9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香港歷

史問題檔案圖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頁 138-139；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頁

74；〈駱克先生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載於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治

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 211。

14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85, 116;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Lanham: Rowman & Little�eld, 

2007), p. 56, 83.

15 冼玉儀：〈六十年代──歷史概覽〉，載於田邁修（Matthew Turner)、顏淑芬

（Irene Ngan）編：《香港六十年代：身份、文化認同與設計》（香港：香港藝術中

心，1995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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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難民湧入香港，港府規定內地民眾須攜有現金 20 元才能經

海路入境，但陸路通道仍然不受限制。到日本統治香港的三年

零八個月，由於廣東和香港先後被日本佔領，日軍嚴密監控兩

地邊境，阻止華人尤其是居港內地名人出入境。16 1946年國共

內戰爆發至中共建政初期，又有大批「難民」抵達香港。正如

黃紹倫所指，這些人逃往香港主要是因為「容易入境」。17 尤其

對平民百姓來說，通過羅湖入境可謂輕而易舉。即使到了 1950

年代初兩地開始實施出入境管制，內地民眾仍可循海路和陸路

非法抵港。18 兩地邊境狹長的河流和低矮的山群有利於游泳或

攀山等偷渡方法；潮退時利用渡河工具，內地偷渡者甚至「不

用怎麼游水便可經后海灣到達新界的米埔」。19 即使兩地政府架

設鐵絲網、安裝照射燈、利用軍犬搜捕和加強巡邏，邊境的地

理形勢卻減弱了出入境管制和邊境防控的成效。港府官員亦承

認：「考慮到本殖民地的陸地邊界，再加上用小船進出本殖民地

的水域是非常容易的事，要控制華人入境是非常困難的，並且

16 魯言：〈香港和中國的邊界交通史〉，載於魯言編：《香港掌故》（第 3集）（香港：

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頁 24-25；魯言：〈中港邊界兩次勘界史話〉，

載於魯言編：《香港掌故》（第 5集）（香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頁

92；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頁 212。

17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pp. 20-21.

18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66，

175，199-200。

19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下沙村村民黃先生口述（2011年 7月 2日）。 圖 01-001：1950 年代中期的邊境，遠處為深圳。（圖片由高添強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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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局部實行。」20 

大致上，內地民眾非法進入香港主要有四條路線。第一，

他們可爬越深圳的梧桐山到達沙頭角。第二，攀過深圳河的鐵

絲網進入上水和粉嶺一帶。第三，游泳或乘船經大鵬灣進入新

界東部。第四條路線是游泳或乘船經后海灣進入元朗的米埔或

流浮山。21 也有內地民眾會先到澳門，再乘船偷渡入境。非法入

境當然有風險，尤其是游泳偷渡者雖利用各種物件輔助，淹死

者仍不計其數。天氣狀況也會影響偷渡方法，例如春天和秋天

較多人選擇乘船，游泳偷渡者則多在夏天「下水」。22 另外，英

國殖民管治香港後，中國內地與香港依然一直存在頻繁的跨境

耕作、養蠔、捕魚等漁農業活動，成為非法進入香港的捷徑。

廣東省寶安縣和香港只是一河之隔，民間交往一直極為密切，

寶安縣農民的部分田地位於香港新界地區，因此寶安縣政府會

簽發特別的證件讓他們經由邊境的「特殊通道」前往香港耕作，

20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Hansard,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Session 1949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0), p. 233.

21 南兆旭：《解密深圳檔案》（深圳：海天出版社，2010年），頁 105。

22 “Hong Kong’s Population – E�ects of Legal and Illegal Immigration,” (2 January 1973), 

HKRS908-1-61: Illegal Immigration - E�ects of Legal and Illegal Immigration；《華僑日報》

（1974年 5月 15日）。

規定日落即回，但部分農民則乘機逃亡。23 華南地區的一些漁民

則以捕魚為名，乘船非法進入香港水域，一去不返。24 

香港擁有的優勢也吸引內地民眾逃難至此。晚清以來內地

社會的混亂接連不止，1949年後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改

革運動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香港因被英國殖民管治

而較少受到直接波及，從而有了較為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以及更好的經濟發展。兩地的差距日漸明顯，香港成為許多內

地民眾夢寐以求的「資本主義天堂」。25 相比香港，其他地區

或國家更嚴格地限制中國內地民眾的入境。例如在 1940 年代

末，很少有東南亞國家歡迎中國內地的入境者，就算是上海企

業家也只能前往台灣或香港。26 當然內地「難民」也較傾向前往

香港，畢竟當時的香港既不受北京管治，華人又佔大多數，「難

民」居港既能避禍，又較易適應。27

中國內地出現的各種動盪和危機始終是民眾不斷逃往香港

23 周肇仁：《寶安邊境鬥爭紀事》（深圳：深圳市寶安區檔案局〔館〕，深圳市寶安區

史志辦公室，2006年），頁 69；萱子：〈風雨百年邊防證〉，《寶安史志》（2010年

第 1期；總第 32期），頁 48-49。

24 陳柱榮口述，唐冬晨、申晨撰：〈改革開放就是要老百姓都富裕起來〉，《寶安史

志》（2010年第 2期；總第 33期），頁 19。

25 香港無線電視：〈大逃港（下）〉，《星期日檔案》（2012年 11月 18日）。

26 李培德：〈略論 1940年代寓居香港的上海人〉，載於梁元生、王宏志編：《雙龍吐

艷：滬港之文化交流與互動》（香港：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香港亞太研究所，

2005年），頁 67。

27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pp. 20-2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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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因，這可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45年至 1949年。

由於國共鬥爭進一步演變成內戰，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

姓都為逃避戰火而南下。第二階段為 1949 年前後，中共取得

內戰勝利，並且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新政權。國民黨高

官、將領和支持者，及一些抗拒新中國的企業家、知識分子、

平民，以至不容於共產主義政權的西方傳教士等，紛紛逃往香

港，而「右派難民」的最終目的地多是台灣。第三階段則是從

1951年到 1980年。一連串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引致大量民眾

千方百計逃亡，內地當局稱之為「外逃」或「偷渡」事件。其

中，「集體化運動」、「三年困難時期」、「上山下鄉」等事件分

別令 1950年代中、1962年和 1970年代初出現較大規模的「外

逃」。而從 1977年至 1980年，內地政府開始推行「改革開放」

新政策，因當時成效未知，內地民眾又再成群結隊地偷渡去香

港。直到 1980年香港實行「即捕即解」，非法入境者必然被遣

返內地，加上內地民眾生活改善，偷渡數目才大幅減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出現入境潮，1945 年 8 月人口約

為 50萬至 60萬人，到同年 12月已飆升至 160萬人，這主要

由於日佔時期離開的華人重返香港。隨著重返潮的完結，加上

內地政局稍為穩定，南下香港者便有所減少。但到國共內戰後

期的 1948年至 1950年，國民政府節節敗退並撤離到台灣，以

及中共建立新政權，大批企業家、知識分子、國民黨官兵和老

百姓為逃避戰火及共產黨的統治而抵港，28為香港帶來政治、社

會、經濟、文化的影響，形成所謂的「中國難民問題」。雖然

部分「難民」後來重返內地或移居台灣及其他地區、國家，但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1954年 6月時香港仍有 38萬 5千

名「難民」；如把他們的配偶及子女計算在內，總數達到 66萬

7千人。29 其後中國內地的「土地改革」、「大躍進」等運動令內

地民眾持續南逃，30港府指 1956年「難民」已佔 250萬人口的

三分之一，即 80多萬人；而到 1959年更已達到 100萬人。31 

必須強調的是，關於「中國難民」的實際人數也許並不精確，

甚至連港府的不同檔案所記載的同一階段「難民」數目也常有

28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Census &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69), p. 14; Hong Kong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49), p. 6; Holborn, Refugees: 

A Problem of Our Time, p. 661; David Podmor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 A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rvey, ed. Keith Hopkin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4-25. 

29 Hambro, �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pp. 26-28. 

30 李若建：〈中國大陸遷入香港的人口研究〉，http://www.usc.cuhk.edu.hk/wkgb.asp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中國研究論文庫），2009年 8月 10日。

31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Hansard: Reports of the Sit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27 February 1957,” http://www.legco.gov.hk/ 1957/

h570227.pdf (Online Records of the Legislature), 6 May 2006; “Amery to Mitchison,” 

(24 April 1959), CO1030/781: Refugees from China in Hong Kong (1957-1959), p. 74; 

“Resettl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in Hong Kong,” HKRS365-1-24: Integrating Hong 

Kong’s One Million Refugees, 1957-59,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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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這主要是由於香港不曾也難以對所有「中國難民」進行

登記統計。但無論如何，上述數據證明大量「中國難民」不斷

湧到香港，其後 1962年和 1970年代末也再次出現偷渡潮。

戰後南下香港的「中國難民」包括商人、國民黨官兵、知

識分子、工人、農民，乃至傳教士等。與其指他們為香港製造

了新的困難，不如說不同身份的「難民」令財政負擔加重、治

安不靖，也使政治對抗等問題惡化，對港府和民間社會的應對

是一種考驗。不過，「難民」也為香港帶來資金、技術、人才、

知識和風俗習慣，「難民」中的西方傳教士更為其他「難民」和

有需要人士提供了各種支援。誠如王賡武所言，安置大量的新

移民令香港產生結構變化；32「難民問題」雖帶來了巨大挑戰，

但也有助於社會的建設和革新，例如「難民」到來加劇的房屋

短缺問題便迫使港府不得不加快處理。

二戰後中國內地局勢的持續混亂為香港的工業發展帶來機

遇：許多內地企業家把他們的工廠搬到香港，成為戰後香港經

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從 1946 年開始，華東的紗廠和紡織廠企

業陸續抵港。1947年 10月，228名上海實業家抵港，他們被

稱為「難民企業家」。而在 1947年至 1949年間，香港的工廠

32 王賡武：〈序〉，載於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1997年），頁 1。

圖 01-002：1950 年中國內地與香港邊境實行管制前，沿九廣鐵路抵港的內地

民眾。（圖片由高添強先生提供）


